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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性死亡(“社死”)源自社会学，本来指群体或社会对某类人群的排斥与隔离。本文发现，“社死”

自出现于我国网络传播中，其语义发生了多次转变。从一开始的“自嘲”、“寻求安慰”，发展到网络

舆论暴力、网络侵权等。同时，本文也认为，如能适当引导，“社死”也能起到舆论监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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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death derives from sociology and originally refers to the exclusion and isolation of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by a group or society. This paper finds that since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death” in 
network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ts semantics have undergone many changes. From “self-mockery” 
and “seeking comfort” at the beginning, it has developed into online public opinion violence and on-
line infringement.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also believes that if properly guided, “social death” 
can also have the effect of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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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我们来说，死亡一直被描述为一个禁忌话题，我们很少参与关于死亡的抽象或哲学讨论。”1965
年，扎根理论的奠基人格拉泽(Barney G. Glaser)和施特劳斯(Anselm L. Strauss)如是说。他们在个体濒死意

识或死亡意识的研究中，将个体死亡分为生理性或躯体死亡(biological or physical death)与社会死亡(social 
death)。两位社会学家注意到，当护士们看到病人苟延残喘或痛苦地延长生命时，她们会产生一种集体情

感，迫切希望“让他去死(let him die)”。这是护士们对自己无法给病人提供安慰时最常见的反应。还有

一种较少选用的替代方法是通过药物让患者进入活体睡眠，这是一种社会性死亡[1]。这是目前能查到的

最早使用“社会性死亡”这一术语的作品。 
在“社会性死亡”爆红于中文网络之前，中国读者从美国诗人托马斯·林奇的著作中读到类似的意

思。林奇所称的“社会性死亡”，指一个人在生理性的“肌体死亡”、“代谢死亡”之后，被亲友和邻

居所公知的死亡[2]。 
西方学界所关注的社会性死亡，重视人“在社会消失、被人遗忘”的内涵，它既可能早于生理死亡，

也可能迟于生理死亡。Jana Králová 将身份的丧失、社会交往的丧失以及因躯体失能引发的损失作为解释

社会性死亡的三个特征[3]。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4]。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性死亡是个体丧失了主要的甚至是全部的社会关系，俨然“活死人”，或者

从“人”降格为动物。马克思曾从“关系”角度解释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凡是有某种关系的地方，这

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

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5]。没有了“关系”，人则和动物无异。 
“社会性死亡”最初出现于中文网络语境中，主要描述个人在公众面前的出丑、尴尬，这种出丑有

大有小。小的一端，它可能是自我披露个人糗事，是一种自嘲式分享；大的一端，往往是被动的“出丑”，

当事人不得不接受网民的围观甚至“网络舆论审判”。中文学界对“社死”现象的观察中，大都将这种

被动的“出丑”，与“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网络名誉侵权”相关联，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网

络赋权下的“网络舆论暴力”或者“共景监狱”下的狂欢。 
从积极角度看，“社会性死亡”潜在的寒蝉效应具有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价值。例如若干自媒体平台

强制显示 IP 属地后，网民慑于隐私信息曝光带来的负面影响，会一定程度上约束个人网络发言。同时，

在公众的注视下，忌惮于“社死”的公众人物将会更加规范自己线上线下的言行。 
综上，基于具体案例，笔者将从自嘲、网络舆论暴力和舆论监督的视角解读中文网络语境中的“社

死”。 

2. 作为自嘲的“社会性死亡” 

2020 年起，豆瓣网中以“社会性死亡”命名的小组里(简称“社死组”)汇聚了一批发帖分享自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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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瞬间和围观他人社死情景的“尸体”们(小组成员对自身的戏称)。在小组简介里，该小组对“社会性死

亡”作了如下解释：网络流行词，其含义多为在公众面前出丑的意思，已经丢脸丢到没脸见人，只想地

上有条缝能钻进去的程度。与“公开处刑”意思相近。 
虽然说是“没脸见人”，但是“社死组”却是为了这种“没脸见人”的事情重新见人而出现的。“社

死”场景的复现，对个人来说是通过自我披露获得自我形象控制权的过程，在这种披露的过程中，他们

不仅可以消解尴尬，还能将原本社会排挤的风险转为获得群体认同；对于小组成员来说，更是一种加深

连接，成为一个特殊的趣缘群体的过程。 

2.1. “社死者”有控制的印象管理 

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出“前台”、“后台”的概念，前台指“个体表演中以一

般的和固定的方式有规律地为观察者定义情境的那一部分”，而“后台”便是“那些被竭力抑制、可能

有损于它所要造成的印象的那些行动”[6]。人们在 A 场景的“社会性死亡”，意味着他们所认为的可能

有损形象的行为发生在了前台，在他们的认知中会被 A 场景的观察者进行负面的评价。但是在一个以“社

死”为话题的小组中，“社死者”转变了场景，在社交平台的 B 场景，通过主动限定情境定义，“社死

者”重新夺回了建构自己形象的话语权。通过自嘲，“社死者”不仅能再现当时尴尬的场景，同时也能

描摹自己的心理，通过自己的视角完成场景重现，让在 B 场景围观的人在“社死者”建构的情景下回顾

事件。这实际上形成了“形象止损”的效果，是一种微妙的自我防御机制，属于戈夫曼所描述的日常生

活中的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的一个特殊案例[7]。 
人们的沟通连接越来越依靠社交媒体，在社交平台，人们对印象管理有着更强的控制性。由于可以

更多地“给予”自己希望展示的信息，更少地“流露”下意识的反应、表情，社交媒体的用户往往展现

着“经过精心设计的理想的自我”[8]。不同于完美形象的展现，在“社死”小组，人们展示的反而是不

完美的自己。人们不再畏惧自身做出的不符合特定场合应有的行为，众人分享着他人本应藏在“后台”

的糗事，这些无伤大雅的出丑事件在娱乐他人的同时，个人也相应地消解了自己的不安与尴尬。 
尽管“社死”出现了更负面的涵义，但其作为一种自嘲或者调侃的语义并没有消失，且仍有强大的

生命力。微博里关于“社死”的话题热搜仍然多以调侃为主，比如#社死的一生从认错爸妈开始#话题热

搜阅读量的当日阅读有 790.2 万，话题主持人即微博博主“人类社死现场”拥有 407 万粉丝，其每天发

布的内容就像其微博简介一样，多为“丢脸的事情”。豆瓣“社死”小组也发展成了一个拥有 54 万+的
豆瓣标志性小组。 

2.2. 共情心理下的虚拟共同体 

不论是豆瓣“社死”小组，还是微博“社死”话题，都聚集着一群具有相同经历的社死者，“社死”

帖发布者虽然面临尴尬，但是在网络虚拟共同体内一般不会有令人担心的负面评价或消极情绪，相反，

因为有共情的基础，即看见别人尴尬，我也会尴尬，他们往往能获得共鸣、认同、支持、点赞。在分享

与围观糗事的过程中，共同体成员从情绪共情发展到认知共情，能够识别他人的情绪并理解他人的经历，

进而形成群体认同，使得他们获得了一种归属感和“被解放”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社死”网络社

区反而成为了社会部分人群连接的桥梁，在这里他们不必担心被排挤或孤立。可以说，即使在虚拟共同

体内，他们展现的仍然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可爱的自我”。 

3. 变为网络舆论暴力的“社会性死亡” 

如果说作为自嘲的“社会性死亡”是“社死者”通过自我披露有控制的形象管理，那在网络舆论暴

力的攻击下，“社死者”几乎完全失去了对自我形象建构的能力。被动的隐私公开，或被人将其与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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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在一起，“社死者”的后台被展露于前台，他们被人围观，成为别人随意定义、评价的砧上鱼肉。 
此类社死现象早已有之，“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即指流言可畏，若众口一词，能置人于死地。传统

媒体的不当报道，也能导致严重后果。1985 年 8 月 4 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就“严重失实，定性错误”

的报道致报道对象“精神压力很大，情绪反常”、“在家中自缢身死”作检查[9]。囿于时空，此时个体

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和接受的社会评价多来自其所属社群，故此类“社死”，也以一定地域和特定人群为

限。网络消弭了时空界限，使得网络时代此类“社死”的危害较过去成指数级增长。 

3.1. “共景监狱”式围观 

移动互联时代，如果一个人“那些被竭力抑制、可能有损于它所要造成的印象的行动”被展露于可

供众人围观的虚拟空间，他很有可能成为众人注视的焦点。相较于前网络时代，围观人数可能成千上万

倍增加。 
我们都了解福柯基于边沁的“圆形监狱”提出的“全景监狱”，马克·波斯特又发展了福柯的思想，

他将信息社会比作一个规模庞大的“超级全景监狱”。它消解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在“一套

没有围墙、窗子、塔楼和狱卒的监督系统”里[10]，实现了对人全面的、无时无刻的监视和规训。喻国明

老师则用“共景监狱”来描述网络技术这一根本性转换。喻老师用“共景监狱”提醒管理者应“充分调

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力量和智慧，建立规则，让他们在社会公共领域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和自我控

制权，在自主中实现社会的自我关照和自我治理”[11]。借助喻老师的描述，在社死情形中，“吃瓜群众”

通过“围观”而获得主体权力，被围观者则物化为被围观的对象。尤其是围观者发现被围观者无法反抗

或反制其围观时，被围观者则成了纯粹的景观，被网络“示众”。无论是“罗冠军事件”，还是“清华

学姐事件”中，当事人的网络爆料与回应引发网友的聚集与围观，两位男性迅速被负面定性。即使事件

反转，后知后觉的吃瓜群众仍然对男性当事人进行狂欢式网络攻击。除网络舆论暴力外，围观者还采取

人肉搜索、人身攻击等不正当的传播行为，甚至将网络舆论暴力发展至线下暴力。 
特别需指出的是，“社死”类传播中，围观者往往站在道德高地，先入为主地表明自己的批判立场，

将自身意识强加于被围观者。如罗冠军被一些网络大 V 贴上“强奸犯”、“人渣”等标签；清华学姐在

信息反转后又被网络舆论反噬。我们无法一一甄别发言者都是谁，但应有不少网友“两边通吃”，刚谴

责完学弟，又开始喷学姐。这些“社死”场景中，哪怕信息反转，也难以恢复社死者的网络形象，换言

之，他们已被社会排斥甚至“隔离”。因为几乎所有“社死”场景中，都有网络言论的撕扯和所谓的持

续“爆料”，不仅加剧了社死者的痛苦，又延长了事件关注期。 

3.2. 舆论舆论暴力下“社死”的危害 

当“社死”成为了一种惩罚机制，且这种惩罚是由“吃瓜群众”所施行的时候，就难免出现许多问

题。换言之，“社死”走进公众视野，正是因为“罗冠军”、“清华学姐”等事件一再上演，人们担心

自己成为下一个“社死者”。 
首先，基于自身的道德观念或群体正义评判他人，容易将个人“小问题”放大成“罪无可赦”的大

问题。若评判者自身的道德观念难以立得住脚时，问题更为严重，这一点在关乎“贞洁”的讨论中尤其

显著。一些无辜的受害者，可能因为个人信息被暴露，而成为“社死者”。一位 2022 届本科毕业生，只

因染了粉红色的头发，有心或无心的网友“搬运”了她发布的染发照片和视频，许多污名化的身份便迅

速在网络扩散[12]。群体正义并不总是能够成立。“罗冠军”、“清华学姐”事件之所以受人关注，还因

其涉及性别对立以及“性”本身，若干网友以卫道士的态度自嗨。女性尤其容易陷于“性别”/“性”这

一非常隐私而又不关乎社会公众利益的娱乐漩涡中，网友发表的很多言论极端且陈腐，但是这种言论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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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在一起，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 
其次，“社死”场景再次证明“后真相”的真实存在——客观事实陈述不如诉诸情感和煽动性表达

更能吸引眼球。这也能解释社交媒体中为何情感大于理性，立场大于事实的言论往往更受追捧。“吃瓜

群众”习惯性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忽视被围观者作为人的“复杂性”。如果再

有意见领袖或某些利益相关方的引导，不明真相的围观者很容易被情绪感染，进而给当事人贴上了“污

名化”的标签。最关键的是，因为每个围观者在“污名化”的过程中“贡献”很小，真的追究起法律责

任来，受害者很难将他们作为共同侵权人起诉，于是每个围观者所承担的责任相对较小，并不足以挽回

受害者的人格损失，尤其难以清除个人的污名。 
两者，网络舆论中有求全责备倾向，围观者往往通过指责他人的不完美而使自己显得高尚。我们注

意到，不少“社死者”就是因为“不完美”而屡遭指责。在 B 站发视频记录抗癌生活、曾被质疑卖惨装

穷的 UP 主“@虎子的后半生”，因为被人挖出有宝马车，两年打卡近 500 个消费场所，花销巨大，一

时成为众矢之的，舆论纷纷质疑其故意卖惨骗钱。多家媒体证实其患癌属实，也难平舆论[13]。反过来，

受害者的“不完美”又成为加害者洗白自己的理由。正如“虎子”虽然去世了，也难消网络舆论对他的

质疑。同时，围观者在臧否人物时，不只是就事论事，而是借助“××事件”宣泄自己的情绪，此时被围

观的个体承载着的不仅是他的行为该承受的道德压力，还有围观者借机表达的情绪，而且被围观者根本

不可能一一辩白。 
最后，网络舆论暴力导致的“社死”经常从线上走向线下，对现实中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前文

提及的“罗冠军”被人肉搜索后，其数次搬家，数次离职，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综上，网络舆论暴力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因其导致“社死”再一次引发全社会的关注。从“网

曝”到“网暴”，将现实中的戾气延伸至线上，再经由网络转入线下。无论是自我宣泄式的“喷”，还

是有针对性的“网络审判”，都违反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是广义上的违法行为。所以，

如果任由让他人“社死”出现于网络，我们的网络舆论也只是虚假的繁荣：一部分人获得赋权的表象，

实际上是以另一些人合法利益的剥夺为代价的[7]。 

3.3. “社死”的法律规制 

社会性死亡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目前无法找到直接的法律规制的依据，但“‘社会性死亡’对当

事人来说是‘天大的事情’”[14]。社会性死亡危害的多是他人的人格利益，我国现行法律对人格权形成

了阶梯式的全面保护，民事法律层面以《民法典·人格权编》为核心，行政法律层面以《治安管理处罚

法》为主，严重危害人格利益的甚至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对被害人来说，可以根据加害行为的严重程度

选择相应的法律途径。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笔者建议被害人可以首先提起刑事自诉，因为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对自诉案件，人民

法院应当在十五日以内审查完毕”。审查完毕后，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受理。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

会说明原因。另外，该“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侮辱、诽谤行为，

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因此，即使

刑事自诉不予受理，但有了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的协助，被害人可自如选择下一步法律程序。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其主题是“网络时代人格权刑事保护”。其中“郎

某、何某诽谤案(检例第 137 号)”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被害人已提起自诉的网络诽谤犯罪案件，因同时

侵害公共利益需要适用公诉程序办理的，如何依法处理好程序转换？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章“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对人民法院如果发现自诉案件需要

转为公诉案件的程序未作出明确规定。“检例第 137 号”是人民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15]，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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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检察机关未能及时发现呢？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4. 或为“舆论监督”的社会性死亡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权力来源，它对于个体与自组织群体的激活，更多地为社会中的“相对无权者”

进行赋权，使权力和垄断资源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16]。社交媒体天然的公开话语空间的属

性，使得出现于其中的个体或群体都有可能被围观，这也是技术所赋予的观看他人的可能性。在“共景

监狱”结构下，“几乎每个管理者都感受到了集体凝视和挑战的压力”。实践中，除了管理者外，那些

自带光环的人物，甚至普通人都可能被集体围观，聚光灯效应和众声喧哗不可避免地同时出现。我们不

能因为技术赋权可能引发“网络舆论暴力”，就因噎废食地抹杀了这种赋权可能也在进行社会监督、维

护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 
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本身便有“监督”的内涵。众声喧哗里，不同的人会对聚光灯下的被围观者

会持不同的看法，舆论的分裂和对立是常态。对立的双方会寻找利己的证据，找出对方的破绽。舆论博

弈，就是监督的过程，让被围观者及其支持者不敢胡言乱语，否则可能被“社死”。“GQ 报道”几年前

采访过一位科普界大 V，当时他有 400 多万关注者，日互动数高达 4.3 万。在成为大 V 之后，他的生活

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为防止被网暴，他说话尺度愈发谨慎，陈述观点时反复斟酌，甚至会为“是否

要列出参考书目”这样的事情苦恼许久[17]。 
综合近年来的案例，本文发现了三类网民成功监督致被监督者“社死”的情形。第一类是自我曝光

致社死的。2020 年 3 月，留美学生“@许可馨 Nova-”在微博发布大量涉疫情不当言论，网络热议后苏

州市纪委监委等权威部门介入调查，该账号已销声匿迹。污蔑大叔地铁偷拍的某女性研究生也属此类。

第二类是网民直接曝光致“社死”的，辛巴“糖水燕窝”事件可为代表，这和传统的舆论监督并无二致。

第三种是网民从公开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抽丝剥茧后致当事人“社死”的。早些年的“表哥”事件即属

此类。近些年官员因为疑似消费奢侈品被曝光的新闻并不鲜见。这些被围观者均因自身行为不当，被“社

死”乃至追究法律责任实属咎由自取。 
一段时间以来，主管部门对一些网络名人的不当行为采取了类似“社死”的惩罚措施。2016 年，网

信办《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首倡“黑名单管理制度”、“对纳入黑名单的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

禁止重新注册账号”。2017 年 10 月起施行的《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

管理规定》《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和 2021 年 2 月施行的《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

规定》，也要求相关主体建立相应“黑名单”。2018 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全国文化市场黑名单管理

办法》，“将严重违法失信的文化市场主体及人员列入全国文化市场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实施信用

约束、联合惩戒等措施”。2022 年 6 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的《网络主播行为

规范》第十七条要求，“对问题性质严重、多次出现问题且屡教不改的网络主播，应当封禁账号，将相

关网络主播纳入‘黑名单’或‘警示名单’，不允许以更换账号或更换平台等形式再度开播”。“黑名

单”上的网络从业者将会被网络平台屏蔽，是一种“在社交平台的死亡”。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舆论监督状态下的社会性死亡，有两点需要明白：第一，“权力”在社会科学中

是一个中性词，如何平衡其与他人权益的边界才是最应该关注的问题。在虚拟网络空间里，个人更易实

现自己发言的权力/权利，但无论是出于个人价值的实现，还是为了舆论监督，都不能滥用网络发言权。

第二，网络舆论监督作为舆论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能引导，而不能堵截。 

对公众的监督：IP 地址的公开 

无论“社会性死亡”的语义如何变化，其隔断当事人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是始终不变的。个体在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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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评价，在乎集体的认同和群体的归属感，所以当个体的言行不符合社会期待时，会感觉自己仿佛在

社会层面死亡了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性死亡”对普通个体也具有威慑性，在一定程度上规范

着个体的言行。 
2022 年 8 月 1 日施行的《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应当在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页面展示合理范围内的互联网用户账号的互联网协议(IP)地址归属地信息，便

于公众为公共利益实施监督”。IP 地址的公开，一方面在展示个人某些真实信息的情况下使个人难以完

全虚构一个身份形象，另一方面在无形之中给了在网络中公开发表言论的人来自地缘群体的压力，从而

利于网络环境的清朗。因为群体压力虽然不具有强制的性质，但它对于个体来说却是一种难以违抗的力

量。可以利用非正式群体的内聚力强化成员对道德规范的认同[18]。 
我国《网络安全法》虽然要求用户在办理网络业务时“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第二十四条)，但并没有

要求用户使用网络时必须实名，而是“后台实名、前台自愿”。IP 地址的公开一定程度上是“网络实名”

和“后台实名、前台自愿”之间的折中，对网络用户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监督。 

5. 结论 

据传安迪·沃霍尔说过，“在未来，每个人都能出名 15 分钟。”、“每个人都可能在 15 分钟内出

名。”不管这两句话是否安迪·沃霍尔所说，但用在移动互联时代的今天却无比贴切，因为个体可能在

某事件后 15 分钟，即在互联网上因“社死”而“出名”；普通个体可能“出名 15 分钟”后被网民淡忘。 
“社会性死亡”的多重后果中，我们着力思考的是，如何发挥其作为社会监督角色的作用而不使其

堕入网络舆论暴力的泥淖。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建

立健全网暴预警预防机制，严防网暴信息传播扩散，强化网暴当事人保护。对情节特别严重的账号，被

关闭后，全网禁止注册新账号。“通知”首先要求加强内容识别预警：“网站平台要建立网暴信息分类

标准和典型案例样本库，在区分舆论监督和善意批评的基础上，明确细化涉网暴内容标准，增强识别预

警准确性。结合网站平台业务特点和具体处置案例，不断更新分类标准，持续完善样本库”。内容识别

预警是治理包括“社死”在内的网络暴力的基础，各平台应扎扎实实付之于行，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近年来，我国在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上，多措并举，持续发力，但这本质上仍然是“堵”。网络

传播中，公众知善而难以扬善，晓恶却不易弃恶，不仅与媒介素养相关，也和网络空间信息的发布扩散

机制以及后真相下的情感和道德的传播不无关系。有研究显示，骂一个人的情绪远比爱一个人更让人对

某种信息产生黏性，也更易促进该信息传播，而“理中客”式讨论，因为需要一定的认知基础，自然难

以广泛传播。比如“人肉搜索”，今天已演变为一种“网络暴力”，但在它进入公众视野的 2006 年，网

民进行人肉搜索是为了惩戒那些违背社会公德之人。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网民带着正义感和公德观的行

为是如何一步步偏离正常方向的？ 
我们在“堵”这一端制度较为健全，行动非常迅速，效果特别显著。现在重点要思考如何“疏”，

引导网民理性思考，文明发言。目前，为审查不良内容，各大网络平台都设有内容审核员，同时辅以技

术审核，这是守底线的行为。各平台同样可以采用技术与人工相结合的方式对网民进行宣传教育，当包

括网络暴力在内的不良内容预警机制启动时，采取封堵删除等手段的同时，主动采取引导和教育措施，

控制不良内容的扩散传播。各平台进一步完善快速举报通道，辅以适度奖励，激发网民的积极性。将网

民举报和技术识别出的严重违法线索主动提供给相关机关。唯有堵疏并举，方能引导和督促平台用户形

成自觉自律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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